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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期的道德价值冲突及其认同危机

管爱华

(淮阴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淮安摇 223300)

摘摇 要:近年来国内一系列社会现象或事件引起的广泛道德争议,凸显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道德价

值冲突及其认同危机,以及由此导致的道德失范、道德冷漠等道德困境。 重建道德价值认同、走出

道德困境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强制性地划清个体情感、意义价值与社会规范价值的边界,建立规

范价值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形成社会规范性价值共识,为个体生活提供公正的社会秩序;二是个体

保持清醒的价值理性,依靠文化自觉,为自我的生活价值和生命意义提供精神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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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2014 年年初央视对东莞色情业的曝光以及公

安部门对色情业进行的整治,在国内一度引起广泛

争议。 在此后发生的“黄海波嫖娼事件冶中,网络舆

论再次出现对黄海波嫖娼行为的道义支持。 此类现

象虽然只表现为部分民众对个别社会事件的一种态

度,但它却体现出社会转型期深层次的道德价值冲

突及其认同危机。

一、自由主义价值观与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冲突

摇 摇 在我国,色情业一方面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讳

莫如深的话题,另一方面已经有人公然就此争取个

体的自由和权力。 国人在色情业方面立场的对立不

是一般意义上是否遵守法律、道德规范或者是精神

境界高低的问题,而是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中国

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冲突问题。
我国现行法律明确规定性交易是非法的,而在

“东莞扫黄事件冶、“黄海波嫖娼事件冶中,网络大 V
以及众多网民公然力挺违法现象,这是对法律合理

性的质疑,或者是主张该非法行为的合法化。
部分网络大 V 力挺性交易行为合法化,在国际

视野中不足为奇。 当今有些国家已经实现了性交易

合法化,如英国、法国、威尔士、丹麦、伊朗、新西兰

等。 丹麦甚至规定:残疾人嫖妓的开销由政府买单。
1999 年世界性学会第十四次世界性学大会通过了

《性学宣言》,该宣言的第二条宣称人对自己的“性
自治、性完整与性身体安全权冶。 “该权利包括在个

人的与社会的伦理脉络中,个人就其性生活自主决

定之能力,亦包括掌握与享用我们的身体使之免于

任何的酷刑、毁损与暴力冶。 第三条宣称人有“性私

(事)权。 个人就其亲密关系自主决定与行为之权

利,只要他 /她们未侵犯他 /她人之性权。冶该宣言表

明,在性行为的交往上,人有行为的决定权、性行为

方式选择权和性行为的隐私权。
国际社会主张或同意性交易合法化的价值依据

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 《世界性权宣言》开篇

就表明“性权乃普世人权,以全人类固有之自由、尊
严、平等为基础冶。

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任何人只有当其思想、
言论和行为涉及他人那部分并且会对其造成直接伤

害的才需要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
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是绝对的冶,因此“人类之所以

有理由有权力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

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能是自我防

卫。 凡属社会以强制和控制方法对付个人之事,不
论所用手段是法律惩罚方式下的物质力量还是公众

意见下的道德压力都要以其为准绳冶 [1]。 按照自由

主义的这种观点,个人权利是社会制度正当性的最

终依据,个人用自己的身体自愿地与他人交换,以增

加彼此的“快乐冶或“利益冶,既具有道义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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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具有法律的正当性。 因此,他人———无论是个体

还是社会的公共部门都无权对此进行干涉。
依据国际社会的某些主张或自由主义的价值

观,审视央视对东莞色情业的曝光和公安部门对其

的整治,确是侵犯了从事色情活动人员性的自由权

和隐私权。 作为社会“公知冶的网络大 V 和部分网

民对此发出“东莞挺住! 东莞不哭!冶的声音也就可

以理解。 不仅网络大 V 和部分网民,学术界也对东

莞扫黄进行了学术性探讨。 邓学平撰文评论东莞扫

黄引发的讨论,其实质是“法律父爱主义与支配身

体自由的争论冶,是“公民的自决理性和政府的善意

权威之间冶 [2] 的探讨。 文章认为,一般而言公民对

自身身体及附着其上的生命拥有最高的支配权和处

分权,只要这种权利的行使不影响他人,法律就没有

介入的必要。 同时批评性地指出,“迄今为止有些

国家在很多方面仍然存在法律父爱主义的影

子冶 [2]。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东莞扫黄引发的争议,其实

质是西方自由主义 “性冶 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

“性冶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它凸显了转型时期我国深

层次的道德价值认同危机。 在我国历史上虽然长期

存在着性交易活动,但主流社会对此的道义评价一

直是否定的。 在传统文化中,一贯奉行“万恶淫为

首冶,“淫冶被放在恶的首位。 1949 年后性交易活动

被明令禁止,延续至今。 改革开放前,在我国有规模

的性交易活动是很鲜见的,既为法律所不容,也为个

体所不耻。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

取向冲击了人们在性观念上的价值观和道德羞耻

感,“笑贫不笑娼冶的金钱观取代传统性观念而为部

分民众所接受。 但直至“东莞扫黄事件冶, 在公共舆

论层面对“性冶交易行为公然力挺还是第一次。 这

表明我国社会转型期,不仅出现了性行为的道德失

范,在性的道德价值观方面也发生了巨大转变。
东莞扫黄引发的争议与“范跑跑事件冶、“小悦

悦事件冶 以及由此引发的泛道德化批评等社会现象

一样,标志着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道德

价值观的冲突已经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凸
显了社会转型期我国深层次的道德价值认同危机。

二、道德价值认同危机及其现实困境

认同最初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具有个体和社会

两个不同层面的含义。 在个体层面,认同是指个人

对自我身份的确认,指“个体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反

思性地理解到的自我冶 [3]275。 在社会层面,认同则是

指社会共同体成员对一定信仰和情感的共拥和分

享。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就强调社会认同,在他看

来,认同是一种称为“集体意识冶或“共同意识冶的东

西,是将不同的个人团结在一个共同体的内在凝聚

力。 从认同的自我和社会两个角度出发,我们认为

道德价值认同也有两个层面,第一是道德价值的自

我认同,指“一个人对在时空中存在的自我一致性

和连续性的知觉以及别人认识到一个人的一致性和

连续性这一事实的知觉冶 [4]37,指道德主体在时空中

拥有整体性。 道德主体内在地要求自己的行为方

式、生活方式与自我的道德观念一致,以获得自我存

在的统一性,求得内心的平和与宁静,获得人生的价

值感和意义感。 在这个意义上,个体如不能获得道

德自我认同则会造成自我统一性的解构和自我道德

人格的分裂,产生内在精神性紧张和焦虑,表现出双

重或多重道德人格。 第二,道德价值的社会认同。
指人们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对某种道德信念

和道德价值系统接近的态度和倾向。 社会通过这种

认同获得对个体的内在凝聚力,个体则通过认同获

得身份感和意义感。 道德价值的社会认同又包含两

个层面,一是社会规范认同,指道德规范被社会群体

或个体认可、接纳。 二是道德价值认同,指社会总体

的道德价值观被群体或个体认可或共享。 这个意义

上的价值认同超越了对社会规范层面的理解和接

纳,是道德主体对人生、生活、社会整体价值的深层

次理解和把握,它涉及主体的生存意义和终极价值。
社会转型期我国民众在自我、社会两个层面都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道德价值认同危机。 所谓道德价

值认同危机即个体在道德价值自我认同方面出现自

我在时空中一致性和连续性的断裂,自我统一性解

构和自我人格分裂,自我成了非稳定的、破碎的东

西;在社会认同方面社会缺乏可以共享的信念或价

值系统。
社会转型给我国带来了市场经济以及与此相应

的文化价值观,这是导致我国道德价值冲突和道德

认同危机的根源。 市场经济及其相应的文化中主导

的自由主义、拜金主义、物质消费主义价值观与个体

生活中的幸福感、人生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相冲突和

背离。 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如果要把经济生活中主

导的价值理想和目标当作自己的追求,则可能无法

遵循现存的道德规范,无法获得内在的价值和人生

意义感;而如果要遵循现存的道德规范,追求自我存

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则不得不放弃经济生活中主

导的价值理想和目标。 这种冲突导致个体在自我和

社会两个方面的道德价值认同危机。 在自我认同危

机方面表现为个体自我的道德价值感、人生意义感

与个体外界的行为和实际生活的分离;在社会认同

危机方面表现为经济生活中的主导价值观不能获得

个体的认同,缺乏对个体的凝聚力。 自我认同与社

会认同的双重危机使得人们内心常常产生孤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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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彷徨苦闷的道德困苦,并在行为上表现出道德

“虚伪冶或“双重人格冶。 人们会不停地追问“我是

谁? 我正在走向何方? 为什么我要去那里? 我所做

的一切意义何在?冶 [5]400

道德价值冲突是道德价值认同危机的深层次表

现。 2014 年“东莞扫黄冶引发的争议就凸显了我国

民众在“性冶观念方面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中国

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冲突。 “东莞扫黄冶引发争议的

焦点是: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和权利的价值观与中国

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观哪一个更具有根本性和优

先性? 是以自由主义的“自由冶、“权利冶价值观来审

视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价值观,还是用中国传统文

化的道德价值观对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权利进行必要

的限制? 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上,我们要

问:自由主义作为价值起点的自由和权利是否在任

何时候都具有不容置疑的优先性? 或者说,是否可

能存在某些价值,在个体的自由和权利价值之上而

受到法律和其他社会规范的保护? 这些抽象的理论

问题可以置换为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是否与人相

关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拿来自由交易? 在这个世界上

是否应该有些东西,比如身体的器官、性以及人的情

感和尊严,是不可以用来交易的?
类似的价值观冲突在今天的中国非常普遍。 中

国人在一些基本的价值规范、生存意义等方面都面

临着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

冲突与选择:如关于幸福观的“在宝马车里哭冶还是

“在自行车后笑冶? 关于婚姻观的“房产证上是否需

要写上你的名字?冶关于社会公德的“老人跌倒该不

该扶?冶等等,国人面对这些现实关系表现出相当的

困惑和犹豫,体现了深层次的价值观冲突和道德价

值认同危机。
社会普遍的道德价值认同危机使社会陷入各种

现实的道德困境。 今天国人在伦理道德方面表现出

的道德失范、道德冷漠、道德焦虑、泛道德化批评以

及各种非道德主义即是道德价值认同危机情形下表

现出来的道德困境。
社会规范认同危机导致普遍的道德失范。 当前

我国社会价值结构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脱节和分

离,社会主流价值观所规定的价值目标同意欲达到

这些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化的合法手段之间分离,是
社会规范认同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和根本特征。 在稳

定的社会状态下,社会主流价值观为大多数成员提

供共同的价值理想和追求目标,并用合理的制度把

人们追求理想和目标的行动控制在制度的框架内,
以保障理想目标以及追求理想目标的手段的合理性

和一致性。 而一旦当人们无法用合法手段去实现制

度所规定的价值目标时,为了实现制度所规定的价

值目标,少数人就会尝试突破制度和规范的边界或

底线,这样就产生了社会失范。 微观的、局部的社会
失范如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就会出现普遍的
社会失范。

社会规范认同危机导致道德冷漠。 社会规范认
同危机导致道德失范,普遍而严重的道德失范使社
会出现无序状态,使人们对他者和自我的行为无法
预期。 在面对社会道德事件时表现出不知所措,犹
豫不决,进而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某种道德冷漠。
近两年出现的“小悦悦事件冶、“老人跌倒没人扶冶等
现象正是由于社会道德失范,道德规范失去对民众
道义行为的有效保护,使民众在救死扶伤的过程中

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 在社会生活中,当人们无
法预期自己的道义行为是否能获得公正的社会评
价,或者预料到自己的道义行为可能获得相反的评
价和回报时,他们就会无奈地选择冷漠与旁观。 而
这种冷漠与旁观在当下恰恰是道德自我认同危机的
一种表现。 在这种冷漠的背后,是个体道德良知与
道德行为的分离,个体道德人格的割裂和道德良心
的撕扯。 但是我们在一部分青年人的脸上已经看不
到这种人格的分裂,他们甚至认为,为了“明哲保
身冶,即使那个倒地而死的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也认
了! 他们的这种心理和情感表达让人不寒而栗,也
使我们警醒:社会规范的缺失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已
经颠覆了一部分青年人的情感价值;同时也让我们
看到,社会的规范建构与个体内在意义、价值和德性
建构的关联。

道德价值认同危机导致普遍的道德焦虑。 社会
转型使我国价值标准多元化,社会中各种道德标准
似乎都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冶同时又都带有某种
不确定性。 这种不确定性使人产生焦虑,这种焦虑
向内表现为个体在自我理想、自我现状、自我价值与
意义等方面的失落与迷茫,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人
与自身的关系紧张,生活无归属感和意义感。 向外

则表现为对社会秩序混乱、对多重价值标准的无从
选择、对日常生活日益狭窄的惶恐,对各种政治暴力
的无力驾驭等的焦虑。 普遍而过度的道德焦虑使人
们一方面缺乏从容的道德心态和坚定地践行道德行
为的勇气,造成一定意义上的道德旁观和冷漠;另一
方面又陷入道德理想主义,对社会现实进行泛道德
化批判[6];普遍的道德焦虑使道德行为主体陷入某
种道德悖论,他们一方面知善不行,知恶不改;另一
方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非理性地对他者的行为指
手画脚、肆意批判,表现出某种畸形的道德人格。

三、重塑道德价值认同:
社会性规范建构与价值、意义生成

摇 摇 如何克服道德价值认同危机,走出中国当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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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困境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 学术界在这一问

题上的基本观点可以简要归纳如下:即认为重塑道

德价值认同有两条基本的路径。 一是建立重叠共识

基础上的社会规范价值共识,或者可以称为某种意

义的政治共识[7]。 沈湘平认为“价值共识首先确认

的是一种政治共识,而不是一种狭义上的文化共识。
政治先于文化,以政治方法解决价值问题冶 [8]。 韩

东屏先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公共事务中的价

值争端就不再是一个科学范畴的问题,而成为一个

事关众人利益的政治性问题。 既然如此,公共领域

中的价值争端也就只能用政治化的方式加以解

决。冶 [9]可见学术界把罗尔斯所主张的“政治正义冶
作为建构价值共识的首要任务。 而形成和体现政治

正义原则的只能是重叠共识基础上的社会性规范。
二是依靠文化自觉生成生活价值和生命意

义[7]。 以个体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为依据,为个

体的存在找到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根基。 社会同时

存在着两套秩序,一是社会政治秩序,二是心灵秩

序。 建构社会规范价值共识是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一

个稳定的社会共同体,为人们选择一个好的生活提

供一个公正的政治和秩序前提。 但是什么才是好的

生活?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 这是价值观念所

追寻的终极性问题。 而这个必须要到“轴心文明当

中寻找自己的根源感冶 [10],要人们通过文化自觉,结
合本土文化自己去寻找。

笔者十分认同学术界关于重塑价值共识的基本

观点,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建构规范价值共识是重

塑道德价值认同的重要路径和首要任务。 所谓重叠

共识即“对某一事物,不同的人从不同理由出发达

成共识冶,从“不同的理由出发冶是指公民不是“基于

利益或者迫于压力、出于盲从、限于表层的赞成冶,
“达成共识冶是多元价值商讨的结果,体现了“作为

公平的正义冶 [11]。 这种规范共识的建构要在公共理

性的基础上解决两个问题,首先是要在正义的原则

下解决“什么是对所有人好的冶;其次要为好的东西

(规范)寻找道德支持,即所有人不仅要在保持价值

中立的基础上同意和尊重规范,而且是一种“觉得

人类是突出地值得去帮助或公正对待的强烈感受,
是一种关于人们的尊严或价值的感受冶 [11]。

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建构规范价值共识是重塑

道德价值认同的当务之急。 而在现实生活中,如何

形成公共理性,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建构规范价值

共识? 如何通过公共理性,划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意

义价值与现代规范价值共识的边界? 社会各阶层以

及个体如何形成公共理性,对两种价值的边界形成

清晰的认知? 这些是我们重建规范价值共识的实践

性难题。

规范价值共识建构的第一步是让既有的社会规

范获得权威性和有效性。 社会只能在原有规范的基

础上,而不可能从零起步来建构规范性价值共识。
只要社会还有一定的秩序,就一定存在某些共享的

规范价值,这些规范曾经是被大多数人普遍认同和

遵守的,是获得人们的道义支持的。 在社会转型期,
有些人可能由于特权或其他的原因越过规范的边

界,并由此获得规范条件下无法实现的目的和利益,
进而导致整个社会对规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产生怀

疑,导致社会失范。 规范价值共识建构的第一步就

是让这些既有的、有一定道德支撑的、能够为社会大

多数成员认同的既有社会规范获得权威性和有效

性,以此作为整合社会秩序的前提。
哈贝马斯在其交往理论中对社会规范的权威性

和有效性的依据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在此不再赘言。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笔者认为规范的权威性和

有效性不足主要是实践性的。 首先是规范本身缺乏

执行的可操作性和惩戒的严明性。 其次是中国人普

遍对社会规范价值与个体的情感、意义价值缺乏清

晰的边界意识,或者说很多国人至今还没有形成

“公共理性冶,来认同社会规范价值并保障自己尊重

这些规范的权威性和有效性,这是规范失效的文化

的或心理的原因。 举例来说,作为个体,爱自己的子

女是个人的情感和意义价值,也是人之常情。 但是

国人对子女的爱往往有意无意地越出私人情感和公

共理性的边界,触碰社会规范的底线。 这不仅是因

为国人缺乏公共理性,对规范的无知或不认同,同时

我们这个民族还存在对待规范权威性方面的某种特

定的投机心理和意识。
因此,社会要划清个体情感、意义价值与社会规

范价值的边界,建立规范共识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就
必须要严明规范的边界,强制性地把个体的利益追

求和情感、兴趣偏好限制在特定的范围内。 如近两

年对交通法的严格执行就十分有效地建构了个体对

公共交通领域规范的共识和认同。 同样也可以建构

如此的规范共识和认同:任何公民都不能见死不救,
即便这个人是你的仇人,否则便违反公德;被救者要

懂得感恩,底线是不能恩将仇报,否则要受到严惩,
不管恩将仇报者处于怎样的生活境遇。 社会和个体

在特定的时候必须强制性地建构这样的公共理性:
即个人的情感、喜好和实际的生活境遇不得影响公

共规范的落实,破坏社会的公共秩序。
以公共理性建构社会规范价值,为个体的生活

提供公正的秩序,在此前提下每个公民自主、自由地

形成、修正和追求自己的好生活,这是罗尔斯的“正
当(权利)优先于善冶的著名主张。 这一主张受到以

迈克尔·桑德尔为代表的社群主义的批评,桑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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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权利及其证明依赖于它们所服务的那些目

的的道德重要性。冶 [12]4 依桑德尔的观点,那些作为

生活目的的特定的善观念应该优先于权利(正当)。
国内有学者对此也十分认同,认为正是因为“现代

社会伦理-道德的转向引发了深刻的道德认同危

机:由于‘天道爷向‘人道爷的陨落、‘精神爷向‘理性爷
的退化、‘整体爷向‘个体爷的裂变,人们对于‘道爷的
认同在不断降格为底线的同时,在‘德爷上也就不断

演变为明哲保身了。冶 [13]因此重建道德认同“应重归

伦理精神之维冶。
好和正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理论上确实存在逻

辑悖论。 现实生活的各种要素之间本来互为因果,
对任何问题的抽象讨论都可能会陷入“鸡生蛋与蛋

生鸡冶的逻辑混乱。 讨论只能从现实问题出发,抓
住问题的逻辑起点。 笔者认为中国当下的道德价值

认同危机最突出的表现是社会道德失范、道德冷漠、
道德焦虑、泛道德化批评以及各种非道德主义,人存

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的丧失。 而当务之急是从社会

性规范建构开始,通过强制性的他律,形成公共理

性,构建规范价值共识,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
至于西方社群主义所批评的“正义的局限冶 和“权
利及其证明所依赖的道德性冶则可以通过讨论,慢
慢地对规范进行论证或修正。

西方欧美发达国家由于过度的社会规范建构确

实导致了社会的弊病丛生,心理匮乏。 但是没有充

分的理由证明以“正义优先冶的原则建构社会规范

导致人的心理和精神匮乏。 当然在规范建构之时或

之后,是否需要保护某种精神性、价值性的资源问

题,这是我们这样的后发国家建构社会规范时需要

警惕的。
良好的社会规范为每个人的生活提供一个相对

公正的社会秩序,而个体则要有足够的文化自觉,从
本土文化中吸收资源,养成良好的德性并保护好自己

的精神生活,以获得自我存在的价值感和意义感。
2014 年年初东莞扫黄引发的争议正是对国人文化自

觉的考验。 对于人的存在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性冶
的尊严,以及与此相关的人身体的器官对人是否具有

终极价值和意义? 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和权利是否

可以作为其他一切价值的起点?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是有意义的。 价值冲突的结果不一定就是价值殖民,
也有可能促进价值自觉,使得不同的民族在这些问题

上进一步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个体的文化自觉还体现在个体没有必要、也不

应该在所有的场合都以“公正冶的名义经营自己的

生活。 就中国人而言,亲人、朋友以及类似私人间的

情感交往则要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义以为上冶的价

值理念。 比如毕业多年的几位老同学相聚,进餐用

AA 制不一定适合表达中国人的情感;恋人的婚前

财产公证也不一定是必需的,拥有更多财产的一方

力争财产公证势必影响夫妻间的信任。 而事实上,
类似 AA 制这种现代性公正观念已经过多地深入到

了国人的私性、情感生活,对国人的情感和心理产生

了冲击,使人们对生活缺乏安全感。
没有充分的理由来证明通过“正义优先冶的原

则建构社会规范会导致人心理和精神的匮乏,同样

个体的心理和情感也无法通过社会性规范来建构。
用法律的方式要求子女必须在多长时间内探视年老

的父母本身就已经令人心寒。 在这些方面,只有依

靠个体保持清醒的价值理性和对现代性的警惕,以
防止市场经济下的公共理性危及个体的生存意义和

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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